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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配置、问责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

监管履职：争论与检验

赖诗攀

【摘要】食品安全监管问责失效了吗？现有研究中存在一个隐含的理论假

设：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失效使得地方政府缺乏积极履行职责的动力。主流文

献认为，这是食品安全监管无效的主要原因。理论界据此提出食品安全监管体

制从分散到集中的改革建议，以此为依据的改革实践也在不同层面展开。然而

该假设并未得到实证检验，理论上也仍有争议。论文首先梳理出该假设及其影

响，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争议。然后，运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对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治理模式进行区分，本研究发现，尽管食品安全日常监

管问责失效，但事件管理问责并未失效。此外，控制权的纵向配置及监管权力

的横向配置都对激励效力产生影响。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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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构成了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巨大挑战。如何

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转型问题。近年学术研究

和实践探索都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权力配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食品安全

管理研究中存在一个隐含的理论假设：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失效使得地方政府

缺乏积极履行职责的动力。主流文献认为分段监管体制权责不清，无法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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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问责，不能推动地方政府积极履行职责，这是食品安全监管无效、重大食品

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理论界据此提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由分散到集

中的改革建议。实践层面，广东顺德、深圳、天津滨海新区、陕西渭南等地就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的大部制改革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地方层面的体现。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国家层面

的体现。无论是理论上的改革建议还是现实层面的改革实践，都建立在现行监

管体制下问责与地方政府履职程度之间关系这一理论假设基础之上。但这一假

设并未得到系统的实证检验，理论上也仍有争议。基于这一假设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我们需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来对它进行检验。

本文首先梳理出现有研究中隐含的这一假设、这一假设的影响及其中的争

议。然后，以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提出

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通过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治理模式进行区分，

发现在食品安全管理中，问责对日常监管履职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对事件管理

履职程度影响显著。控制权的纵向配置及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都对激励效力产

生了影响。现有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确实不足以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履行食品安

全日常监管职责。研究深化了食品安全监管问责问题的讨论，并为未来的研究

提出了新议题。

一、权力配置、问责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隐含假设及其影响

中国监管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管法

律、政策的规划和执行都由行政机关主导 （Ｔａｍ＆Ｙａｎｇ，２００５）。行政机关既是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绝对的领导者、支配者和监督者，又是食品安全责任的集

中承担者 （戚建刚，２０１１）。在食品安全管理诸多问题中，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即

监管主体的权力配置是核心问题 （张晓涛、孙长学，２００８）。因此，近年我国食

品安全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都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权力配置———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

１９４８年以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以主管部门

管控为主、卫生部门监督管理为辅的指令型体制，到改革开放后以卫生部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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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卫生监督的执法主体的混合型体制，再到一个环节一个部门分段监管

的监管型体制的变迁 （刘鹏，２０１０）。２００４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了 “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采

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确立起 “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

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加工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

节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的 “五龙治

水”的多部门分段监管体制。

之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体现出了不断强化监管机构间协调，并由地

方政府负总责的趋势。２００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调整了相关机构和职能，明确由

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同时将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 （人民网，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颁布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食品

安全相关事宜，５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重新划分各自的职能范围。其中 “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

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

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在地方层面，《食品安全法》强调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卫生

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职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地方层面的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

《食品安全法》同时要求，“上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在下级行政区域设置的机构

应当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协调下，依法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属地管理原则。国家

试图建立起 “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体系以确保食品安全不再出问题。

然而，伴随着监管体制变迁而发生的苏丹红、孔雀石绿、上海瘦肉精中毒、

福寿螺感染、三鹿奶粉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逐渐摧毁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面对异常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媒体和公众纷纷把矛头指向政府食品安全监管，

分段监管体制更成为众矢之的。理论界也开始对分段监管体制进行批判与反思。

对分段监管体制的批判与反思中隐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分段监管体制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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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失效使得地方政府缺乏积极履行职责的动力。主流文献认为分段监管的体制

下权责不清，无法进行有效问责，不能推动地方政府积极履行职责，这是食品

安全监管无效、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的原因。

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的本意是将食品安全监管细化，让食品生产流

通的各个环节都能充分得到政策主体的管理与指导 （张晓涛、孙长学，２００８）。

这一体制看似把 “从田间到餐桌”各主要环节具体监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清晰

界定，然而由于食品链条的自然属性与食品安全人为分段监管之间的矛盾，上

述划分实际上难以操作 （颜海娜，２０１０；颜海娜、聂勇浩，２００９）。一方面监管

难以涵盖 “从田间到餐桌”的长链条，对食品链条中的运输、贮藏、市场退出

等基本环节无法进行细分，容易导致遗漏 （颜海娜、聂勇浩，２００９）①。另一方

面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横跨整个食品链条的问题，而食品链条中每一个环节所

涉及的部门都可能不止一个，环节化管理容易导致环节之间出现职权交叉，从

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监管与多头监管的问题 （王耀忠，２００５）。此外，除四个

主要环节所在监管部门外，还有多个部门介入食品安全 （Ｔａｍ＆Ｙａｎｇ，２００５），

这就使得权责配置及对权责进行清晰的界定更加困难，造成了食品安全监管中

的 “权威碎片化”（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８）。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监管机构之间权威的碎片化

（Ｔａｍ＆Ｙａｎｇ，２００５）。这种监管体制的根本特点是权力分散交叠而无法形成绝

对的管理权威，表面上看似乎调动了许多力量来齐抓共管，但实质上是没有一

个部门和人员真正在管或最终负责 （张晓涛、孙长学，２００８）。从而形成了 “多

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 （张云华等，２００４）。监管机构之间权责不清，对

具体监管部门或人员进行问责就非常地困难。当逃避责任成为可能时，偷懒就

成为必然结果 （Ｔａｍ＆Ｙａｎｇ，２００５）。于是，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或者出现管理

缺位和不作为，或者进行选择性管理，或者要等到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后才实施

所谓的 “救火式”管理，消极履职现象非常突出 （戚建刚，２０１１）。而这又最终

导致了监管失败，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问责失效已成为阻碍食品安全监管

效果的一个突出问题 （王琼雯，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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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鹿毒奶粉事件中作为乳制品生产链条中重要环节的奶站即为监管的 “真空”地带、

遗漏环节，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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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与地方政府履职程度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

现有研究建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应走向集中化以明确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主

体，促使监管主体更加积极地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最终确保食品安全不出

问题。为了使食品安全监管权责明确，利于问责，张晓涛、孙长学 （２００８）概

括了可供选择的三种改革方向：第一种是把现在分布于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

职能完全整合到一个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中；第二种是按照食品的类别在

各个部门进行分工，每个部门独立地对自己分管的食品从 “农田到餐桌”进行

全过程监管；第三种则是依然按照食品产业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将交叉和重复

之处、无人管理的盲区进行明确的重新分工，只能由一个部门负责。颜海娜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对各主要环节具体监管部门的职责进

行更清晰界定实际上难以操作，分类管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认为应该将

监管权限适当集中，减少监管部门的数量，建立起更加强势的部门间协调机构。

刘鹏 （２０１０）也建议，在尊重各个监管部门监管优势的基础上，强化监管部门

之间的协调，同时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因势利导地推动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由多

个部门向农业和市场监管两大部门集中。总体上说，改革建议的基本思路是将

监管权力集中以利于问责，从而确保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负责任地使用权力、履

行职责。

这一改革思路对政府改革实践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多个地方政府按照这样

的思路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做出了不同的改革尝试，形成了渭南、顺德、深圳、

天津四种模式①，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把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做了集中化改革 （南

方周末，２０１３）。这一系列尝试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由分散到集中的改革思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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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四种模式 （南方周末，２０１３）：ａ渭南模式。在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渭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县市、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名称保持不变，将原属于农业、畜牧、工商、质监、商务、卫生等部门管理的农

产品、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生猪、牛羊定点屠宰等职能划归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统管。各县

市区新设立１５个食品 （药品）稽查大队和 ９６个乡镇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ｂ顺德模式。
设立市场安全监管局，把工商、质监、安监的全部职责，以及农业、经贸、卫生、食药等 ８
部门部分职责都归其一局管理。ｃ深圳模式。整合工商、质检、知识产权的监管职能，组建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设二级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专司食品安全监管。ｄ天津模
式。滨海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化妆品监督管理职能的

基础上，将分散在质检、工商、卫生等部门的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服务三个环节的安全监

管职能整合在一起，实施一体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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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层面的体现。

继地方层面的改革试验之后，２０１３年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提出，“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

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新华网，２０１３）。这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分散到集中的改革思路

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当前，这一集中化改革正处于从中央向地方全面铺开的过

程当中。

无论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分散到集中的改革建议，还是现实的政府改革

实践，都建立在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与地方政府履职程度之间关系假设的基础

上。然而，这一假设在理论上仍有争议。

二、权力配置与问责效力：理论争论

食品安全管理现有研究中隐含着一个理论假设，我们首次把它明确地表述

为：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无法对地方政府履行职责产生正向影响。主流文献认

为这是食品安全管理无效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分散到

集中的改革建议。以此为依据的改革实践也在不同层面展开。其基本逻辑是：

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导致权责不清、问责无效，问责无效使得地方政府缺乏

积极履行职责的动力，这是食品安全监管不利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让地方政

府更积极履行职责，以改善食品安全监管，应使监管体制由分散走向集中从而

能够实现有效问责。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必然导致权责不清、问责失

效，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缺乏积极履行职责的动力吗？

政治问责的研究表明，只有有效的问责才能保证政府积极履行职责 （马骏，

２０１０）。在公共危机管理情境中，问责是地方政府危机事件信息公开行为的关键

解释变量 （赖诗攀，２０１３）。有效的问责显然是地方政府积极履行职责的前提条

件。因此，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监管机构设置或变更的目的是在问题出现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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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一个人或机构可以被归责 （刘亚平，２００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监管主体

负责任地履行职责。

那么，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到底是权力集中还是权力分散利于问责？曹正

汉、周杰 （２０１３）认为由地方政府负总责的纵向分权可以通过问责倒逼地方政

府积极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但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对问责效果的影响则仍充

满争议。一方面，前文所述隐含假设认为权力分散不利于问责。另一方面，也

有研究针锋相对地认为权力分散并不必然导致问责失效，权力集中也并不必然

使问责变得有效。

在系统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间关系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经过近年

的改革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慢慢由替代式结构朝着互补式结构转

变 （刘亚平，２００９）。在刘亚平 （２０１１）看来，“多头管理导致争夺权利和推诿

责任，食品安全只有交由一个部门来管才能实现权责一致，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

题的根本之道”的观点，是在主张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未来应从互补式结构进一

步转向垄断式结构。然而，这种转向显然充满争议。

刘亚平 （２０１１）就认为，在互补式结构下，各监管机构有动力去彼此揭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监管机构的监督成本。这样反倒可以真正实现 “问责”

的根本目的———更好地督促 “履责” （冀玮，２０１２）。而垄断式监管之下，对精

英的约束和监督更少，精英之间极易构成共谋 （刘亚平，２０１１），或者可能因为

“能力”有限等原因，在 “尽职尽责”也不能保证 “到位”的情况下，就会从

“尽职尽责”走向逃避责任，导致问责失效 （冀玮，２０１２）。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监管机构之间的重复交叠也许并不一定是坏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结构

分离可以避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俘获”，监管机构间的互补更有利于问责 （刘亚

平，２００９）。

也有学者从组织冗余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讨论的核心是权力交叉重叠的问题。而权力交叉重叠是组织冗余理论关注的焦

点 （Ｆｅｌｓ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０；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６９；Ｍｅｒｔｈａ，２００６；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１９９２）。替代式结

构和互补式结构都是一种权责交叉重叠的组织冗余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状态，垄断式

结构则把所有的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机构中，属于 “零冗余状态 （ｚｅｒｏ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６９；Ｍｅｒｔｈａ，２００６）。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处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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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替代式结构向互补式结构的过渡阶段，仍具有权力交叉重叠的组织冗余特

征。在组织冗余理论看来，“零冗余”（ｚｅｒｏ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状态是传统组织理论追

求的理想 （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６９；Ｍｅｒｔｈａ，２００６），然而这一追求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

即行政机构中任何的重叠和重复都意味着浪费和低效 （Ｍｉｒａｎｄａ＆Ｌｅｒｎｅｒ，

１９９５），但这并非必然 （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６９）。组织冗余也可能有助于组织目标的达

成，或避免组织失败 （Ｆｅｌｓ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０）。所以，通过消除重复和交叠来改善公

共行政的努力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Ｌａｎｄａｕ，１９６９）。马兰 （Ｍｅｒｔｈａ，２００６）运

用冗余理论解释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执行，认为权力交叉重叠的监管体制有利

于促进监管机构更积极地执行商标政策，而版权政策由于没有这种交叉重叠的

监管体制而没有得到积极的实施。然而，冗余理论的批评者认为，权力交叉重

复会使出问题时确定责任主体变得困难，最终导致问责困难 （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１９９２）。

谭伟强和杨大利 （Ｔａｍ＆Ｙａｎｇ，２００５）的研究指出，商标政策得到很好执行的

原因不在监管权力的分散交叠，而在于主要消费者提供了稳定的补偿性支付

（ｓｉｄ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他们也认为食品安全监管权力的分散交叠不利于问责，不利

于监管部门的积极履职。由此可见，在现有食品安全管理研究中，监管权力横

向配置与问责效力间的关系并未形成定论。

分段监管体制是否使得食品安全监管问责失效？在现有食品安全管理研究

中这一问题仍充满争议。理论前提仍未厘清，但基于两者关系假设基础上的改

革实践却已进行得如火如荼。鉴于该问题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有必要

对其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建构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行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是否失效，即现

有监管体制下问责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的关系问题。如果问责对

地方政府履职程度的影响显著则说明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并未失效。如果问责

对地方政府履职程度影响不显著则说明现行监管体制下问责失效。根据假设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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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逻辑，我们提出二者之间正相关的核心研究假设即假设１进行检验。

假设１：问责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正相关。

当然，影响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动力的因素有很多，问责只是其中

的一个。为了检验该假设，我们需要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激励是地方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周黎安，

２００７），虽然有学者认为大多数基层官员的日常工作更多地受到政府内部运作的

逻辑和过程的影响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但常规化的正面奖励对基层官员行

为的影响仍是可预期的。所以本文也把奖励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提出假

设２。

假设２：奖励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正相关。

谭伟强和杨大利 （Ｔａｍ＆Ｙａｎｇ，２００５）认为，由于食品制假活动能够为地

方带来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加之大部分假冒或者劣质产品是跨区

域销售的，地方政府有激励通过对食品安全法规的消极执行来保护本地制假活

动。地方政府甚至可能基于经济发展和就业等考虑，向监管部门施压，使得监

管部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亚平，２０１１）。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政

府领导可能为了经济发展或者就业等问题而不重视食品安全监管问题 （刘亚平，

２０１１；杨合岭、王彩霞，２０１０）。相反地，地方领导所面临的来自上级政府的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的行政压力则会迫使他们重视食品安全监管，这种压力也可能

通过体制传导到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监管行为中。无论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

来看，还是从地方领导所面临行政压力的角度来看，地方领导重视都可视为与

上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 “条条”管理不同的 “块块”管理的影响。本文把地

方领导的重视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地方领导越重视，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

度就越高。我们据此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地方领导重视程度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正相关。

此外，现有讨论主要聚焦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客观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如邵

兵等 （２００７）认为 “关键监测技术的开发，是解决所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

詹承豫 （２００７）强调检测设备、产业结构、执法能力、财政投入等核心要素的

影响，刘鹏 （２０１０）认为孱弱的监管基础设施 （资源条件和技术水平）建设是

导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绩效低下的关键因素。总体上现有研究中食品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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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归结为如下两个：技术水平 （刘鹏，２０１０；邵兵等，

２００７；詹承豫，２００７）和资源条件 （刘鹏，２０１０；詹承豫，２００７）。那么，这两

个因素对监管绩效的影响是否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履职动力来实现呢？根据期望

理论 （Ｖｒｏｏｍ，１９６４：１７－１８），资源条件和技术水平可能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成

功履职的期望值①而影响其履职动力，所以本研究也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

制。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其核心是财力，因为如果财力充足则

人员短缺状况可通过招聘编外人员解决②，物质资源的不足更不成问题。所以本

研究以财政投入来测量食品安全监管的资源条件。提出假设４和假设５。

假设４：财政投入程度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正相关。

假设５：技术水平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正相关。

（二）研究思路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自变量为食品安全监

管问责，控制变量为食品安全监管奖励、地方领导重视、财政投入和技术水平。

如何测量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呢？这首先需要明确本研究的分析单

位。现有文献中对此并未具体讨论，我们需要厘清的核心问题是食品安全监管

履职的主体是谁，也就是问责对象是谁的问题。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是否失效，从而使得地方

政府缺乏积极履行职责的动力。那么，这当中的履职主体具体指什么呢？由于

分段监管体制是这一 “履职主体”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所以它指的不可能是

一级地方政府，因为一级地方政府在五个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之上。身处分段监

管体制环境中的主体有两个层次，一是五个监管机构，二是五个监管机构内部

的普通监管人员。分段监管体制下权责不清既可能导致对监管机构问责失效，

也可能进而导致对监管人员个体的问责失效。对监管机构问责失效可能导致食

品安全管理出问题，对普通监管人员的问责失效同样会导致食品安全管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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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的期望值理论认为，人做某件事情的激励力量取决于他对这个目标的效价和

达成目标的期望值的认知。

公共部门普遍存在的临时工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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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果把 “履职主体”操作为监管机构，那么监管责任最终必然落实到这五

个机构的负责人头上。于是本文的研究问题被具体化为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

与五个监管部门履职程度的关系。那么，研究需以机构为分析单位，以负责人

为调查对象。样本最好涵盖全国范围。考虑到研究条件的限制，此种操作目前

尚无法完成。

如果把 “履职主体”操作为监管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本文的研究问题则

具体化为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履职程度的关系。

那么，研究可以普通监管人员为分析单位、调查对象。选取一个地方作为案例

即可。

根据西蒙 （Ｓｉｍｏｎ）的行政组织决策理论，组织绩效最终通过一线员工来实

现和体现 （Ｓｉｍｏｎ，１９４４；西蒙，２００４：２－３），据此西蒙的行政组织决策理论

以普通员工为分析起点。威尔逊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也从普通官员行为的角度来

研究政府机构行为。同样地，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最终也通过普通

监管人员的工作来反映，而问责的影响也可以在这一层次上反映出来。所以，

本研究采用第二种操作方式，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为分析单位和问卷

调查①对象。

本研究问卷调查的对象为沿海 Ｆ省 Ｑ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选

择 Ｆ省 Ｑ市作为调查案例的原因首先在于 Ｆ省 Ｑ市曾经历了三鹿奶粉、毒胶囊

等全国性的食品安全危机，满足作为调查地点的基本需要。其次是该省目前仍

未推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集中化的改革，符合本文所研究的分段监管体制背景。

第三则主要考虑到研究的便利性。２０１２年１月，研究人员利用Ｈ大学ＭＰＡ学生

资源对 Ｑ市农业、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监五个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总共发放问卷 １５０份 （每个部门 ３０份），回收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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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资料搜集方法。用主观测量法测量客观变量可能存在测量误

差，但在客观资料不可获得的情况下，本文借鉴了马骏、林慕华 （２０１２）和林慕华、马骏
（２０１２）以问卷调查法搜集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资料的做法，通过对最接近
经验现实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来搜集资料。同时通过信度检验来检验问卷资料的可信度。后

文的信度检验 （整体信度为０８９９７）表明，资料的整体可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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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１１９份，问卷回收率为 ７９３３％，其中有效问卷为 １１６份。本研究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１。本研究涉及的相关变

量整体信度为０８９９７，说明问卷整体信度良好。

表１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变量名 频次 百分比 变量名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１１６ 行政级别 １１６

　男 ６２ ５３４５ 　办事员 ５ ４３１

　女 ５４ ４６５５ 　科员 ８１ ６９８３

部门 １１６ 　副科 １７ １８９６

　农业局 ２５ ２１５５ 　正科 ９ ７７６

　工商局 ２２ １８９７ 　副处及以上 ４ ３４５

　质监局 ２３ １９８３ 年龄 １１６

　食药监管局 ２０ １７２４ 　２１－３０ ７８ ６７２４

　卫生局 ２６ ２２４１ 　３１－４０ ３４ ２９３１

　４１以上 ４ ３４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的测量与分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管理的职责主要包括预

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和恢复重建。参照这一规定，结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对食品安全管

理职责的规定，本研究把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具体操作化为食品安全事

件的预防、准备、监测、预警、阻断、救援、查处和消除不利影响。其中预防、

准备、监测、预警属于没有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的日常监管。阻断、救援、查

处和消除不利影响为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的事件管理。本研究的因变量地方政

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以两个阶段的这八项内容来衡量。由于危机事件爆发

前后，其表现形态不同，破坏性、关注度及其他特点不同，因而其管理性质也

完全不同。事件未发生时的食品安全监管由地方政府负总责 （曹正汉、周杰，

２０１３），属于常规式治理模式，也叫行政发包制 （周黎安、王娟，２０１２；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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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练宏，２０１２）。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的管理属于高度动员的运动式治理 （冯

仕政，２０１１；周雪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或者叫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 （周雪光、练

宏，２０１２）。由于两种治理模式各有鲜明特点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作为约

束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行为的制度框架，治理模式的不同可能会使得各个解释变

量所起的作用受到影响，而这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考察。考虑到以上可能，

本研究分别以日常监管履职程度和事件管理履职程度为因变量对研究假设进行

检验，以便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日常监管包括预防、准备、监测、预警，事

件管理包括阻断、救援、查处和消除不利影响。

问卷调查中，本研究因变量的八个项目皆以问卷对象对自身履职程度打分

的方式，以５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１”代表 “非常不努力”， “５”代表

“非常努力”，具体问题及结果见表２。

表２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的测量

项　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１：防止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４２２ １２１０ １ ５

Ａ２：为应对食品安全事件做准备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５００ １０９９ １ ５

Ａ３：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０７８ １０７３ １ ５

Ａ４：发布食品安全信息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３４５ １０６４ １ ５

Ａ５：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防止事件扩大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７８４ １０７０ １ ５

Ａ６：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救援受害群众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８１９ １０７６ １ ５

Ａ７：食品安全事件结束后，查处事件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７６７ １０７４ １ ５

Ａ８：食品安全事件结束后，消除不利影响的努力程度 １１６ ３７２４ １１０８ １ ５

Ａ＿ｑ：日常监管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４ １１６ ３３３６ ０９０８ １ ５

Ａ＿ｚ：事件管理 ＝（Ａ５＋Ａ６＋Ａ７＋Ａ８）／４ １１６ ３７７４ ０９７３ １ 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２的数据显示，相对而言，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中日常监管的四个项目

分值较低 （在 ３０７８—３５００之间，均值为 ３３３６），食品安全事件管理的四个

项目分值较高 （在３７２４—３８１９之间，均值为 ３７７４）。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

职程度 （Ａ＿ｑ）取预防、准备、监测和预警的均值，事件管理履职程度 （Ａ＿ｚ）

取阻断、救援、查处和消除不利影响四个项目的均值。数据显示食品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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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履职程度高于日常监管的履职程度。

（四）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与分析

本研究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通过询问问卷对象相关陈述符合自身工作实

际的程度的方式，以５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１”代表 “非常不符合”，“５”

代表 “非常符合”。具体问题及变量描述见表３。

表３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

项　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变量：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问责力度非常大 １１６ ３７５９ １０４４ １ ５

控制变量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奖励力度非常大 １１６ ３０６０ ０９７２ １ ５

控制变量２：我们食品安全监管的财政投入非常充足 １１６ ３７４１ ０８３５ １ ５

控制变量３：市领导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非常重视 １１６ ３４０５ １０３８ １ ５

控制变量４：我们对食品安全监管技术掌握得非常好 １１６ ３３６２ ０９１７ １ 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３呈现的数据显示，食品安全监管中地方政府面临的问责力度 （均值为

３７５９）远大于奖励力度 （均值为 ３０６０），这与现有研究关于危机管理中政府

主要激励手段为问责而非奖励的观点 （赖诗攀，２０１３）一致。此外，资源充足

程度 （均值为３７４１）高于技术水平 （均值为３３６２），地方领导重视程度不高

（均值为３４０５）。

（五）实证检验

本研究分别以日常监管履职程度和事件管理履职程度为因变量，运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对模型进行估计。表４呈现了所有回归分析的结果。

模型一以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为因变量，用奖励、地方领导重视、

财政投入、技术水平四个控制变量做了基准模型，调整后的 Ｒ２为 ０３６０，模型

解释了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３６％的变化。结果显示奖励、地方领导重视、

财政投入显著影响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技术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模型

三以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为因变量，以所有的控制变量做了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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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 Ｒ２为０２５１，模型解释了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 ２５１％的变化。

控制变量相关研究假设检验结果与模型一相同。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问责，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奖励、地方

领导重视、财政投入、技术水平之后，问责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

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以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为因变量时，分段监管

体制下问责未能对地方政府履职程度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安全日常监管问责

失效。

模型四以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为因变量，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自

变量问责。调整后的 Ｒ２从０２５１上升至 ０２８５，问责进一步解释了食品安全事

件管理履职程度３４％的变化。说明以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为因变量时，

问责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同时，奖励对地方政府履

职程度的影响变得不显著。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问责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对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影响显著。假设 １在日常监管中未得到证实，在

事件管理中得到证实。②奖励显著影响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对食品安

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影响不显著。假设 ２在日常监管中得到证实，在事件管理

中未证实。③无论是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还是对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地方领导

重视、财政投入的影响都很显著，技术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假设 ３和假设 ４

得到证实，假设５未证实。④完整模型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的解释力

（调整后的 Ｒ２为０３６１）强于对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度的解释力 （调整后

的 Ｒ２为０２８５）。

表４　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常数 　０３９５ 　０３３２ 　１０８４ 　０９２４

（０３９３） （０３９７）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０）

问责 　００８７４ 　０２２２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８８９）

奖励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７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７５２） （００８７０） （００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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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地方领导 　０３２１ 　０３０４ 　０２６０ 　０２１８

重视 （００７８９）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９０９）

财政投入 　０３３９ 　０３１６ 　０４１６ 　０３５９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９８５） 　（００９９０）

技术水平 　０００５１４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６１１ －０１４０

（００８８１） 　（００９２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５）

Ｆ统计值 　１７１６ 　１４０１ 　１０６２ 　１０１５

Ｒ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９ 　０２７７ 　０３１６

调整后的 Ｒ２ 　０３６０ 　０３６１ 　０２５１ 　０２８５

Ｎ＝１１６ Ｎ＝１１６ Ｎ＝１１６ Ｎ＝１１６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０１、００５和０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果分析

（一）问责效力检验结果的分析

问责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对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

职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如何解释这一发现？

政府行为受到包括激励设计、政治底线和政治联盟在内的多重逻辑的影响

（练宏，２０１３），治理模式是何种逻辑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周雪光、练宏

（２０１２）以目标设定、检查验收和激励分配三种控制权在委托方、管理方和代理

方之间的不同配置把治理模式分为高度关联型、行政发包制、松散关联型和联

邦制四种各有鲜明特点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负总责的食品安全日常监管 （曹

正汉、周杰，２０１３），属于行政发包制。委托方或委托方与管理方协商设定目

标，同时委托方保留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则授予给管理方。这为管理方和

代理方的行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属于高度动员、高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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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委托方把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都集

中在自己手里以对管理方和代理方施加强大的激励。

在行政发包制的常规式治理模式下，在委托方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进

行检查验收时，政治底线逻辑 （练宏，２０１３）发挥作用，为了避免出现被 “一

票否决”的后果，作为管理方和代理方的上下级原本就有动机 “策略性地应对

委托方的干预和指令”（周雪光，２００９），上下共谋以求通过。加之食品安全监

管权力分散交叠、责任不清的体制为消解上级问责提供了制度条件。普通的监

管人员也就难以感受到强烈的问责压力。简言之，行政发包制下管理方的庇护

和共谋，加上分段监管体制对上级问责的消解，使监管人员感受不到问责压力。

问责因而难以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产生显著影响。

在高度关联型的运动式治理模式下，委托方集中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所有控

制权，加之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成为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 （曹正

汉，２０１１；曹正汉、周杰，２０１３；赖诗攀，２０１３），权力分散交叠的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由于上级迅速的整合动员而变成高度关联的体系。此时问责激励的作用就

会凸显，策略性应对行为一旦被发现会导致严厉处罚，代价高昂。这种情形下，

问责风险巨大使得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履行食品安全事件的管理职责。所以问责

能够对食品安全事件监管产生显著影响。

（二）奖励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中的作用

奖励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影响显著，而对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

程度影响不显著。怎么解释？

在行政发包制的常规化治理模式下，代理方积极履行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职

责既符合委托方利益也符合管理方的利益，他们都会不吝于给予肯定。此时积

极的食品安全监管能够获得部门内部常规化可预期的肯定，奖励能够对食品安

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就食品安全事件管理而言，在地方政府

负总责 （曹正汉、周杰，２０１３），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况下 （刘亚平，２０１１），食

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本身就说明了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失职，此时只存在问

责的问题，而不可能有获得奖励的预期。所以奖励对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履职程

度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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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领导重视程度、资源水平及技术条件的影响

地方领导重视、财政投入显著影响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和事件管理履职程度，

技术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怎么解释？

地方领导重视程度体现了与上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 “条条”管理不同的

“块块”管理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履职程度的影响①。属地管理是我国政府间关系

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地方政府领导掌握了辖区的主要资源和权威，其对食品安

全管理的态度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监管人员积极履职的程度。所以在控制

了其他因素后，地方领导重视程度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履职程度的影

响仍然非常显著。本研究发现， “条条”和 “块块”管理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

监管履职程度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说明除了食品安全监管具体部门之间的权

责划分之外，整个 “条条”系统和 “块块”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否理顺，也会对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产生影响。

技术水平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程度影响不显著说明技术问题并不

是制约食品安全监管履职的因素，起主要作用的可能是制度因素。财政投入的

显著影响则说明资源保障对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履职有正面意义，这说明

现有研究 （刘鹏，２０１０；詹承豫，２００７）中资源条件对监管客观绩效的影响有

能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履职程度来实现的。

（四）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和事件管理的不同

本研究的完整模型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履职程度的解释力强于对食品安全

事件管理履职程度的解释力。如何解释这一问题？

行政发包制下常规运作的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环境较为稳定，可预期性较

强。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高度关联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内在的不稳定性 （周雪

光、练宏，２０１２）使得后果不可预期，环境变得很不稳定，随机扰动增大。这

可能是本研究的解释模型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的解释力强于对食品安全事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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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业、卫生、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五大食品监管部门中既有省以下垂

直管理的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有传统属地管理的农业、卫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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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解释力的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食品安全监管问责失效了吗？现有文献中存在一个隐含的理论假设：分段

监管体制下问责失效使得地方政府缺乏积极履行职责的动力。主流文献认为这

是食品安全监管无效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分散到集中

的改革建议。以此为依据的改革实践也在不同层面展开。然而这一假设在理论

上仍有争议，且并未得到系统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梳理出该假设及其影响与争议。然后把食品安全管理区分为日常

监管和事件管理，以问责为自变量，以奖励、地方领导重视、财政投入和技术

水平为控制变量，通过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

的统计分析对问责效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问责对日常监管履职程度的影响

不显著，但对事件管理履职程度影响显著。奖励反之。地方领导重视和财政投

入水平显著影响官员日常监管和事件管理履职程度。技术水平的影响都不显著。

分段监管体制下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确实存在问责失效的问题。作为结论，本部

分主要阐述本文研究发现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议题。

权力配置一直被视为中国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现有研究认为财

政分权激励 （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Ｏｉ，１９９２；１９９５；Ｑｉａｎ＆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

和政治集权下的晋升激励 （Ｌｉ＆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４；２００７）是我国地

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是权威体制能在 ３０余年

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维持总体稳定的原因 （曹正汉，２０１１），风险规

避构成了维稳情境下科层组织行为选择的主要动因 （何艳玲、汪广龙，２０１２）。

总体上看，现有文献皆以权力纵向配置为关注焦点，强调激励机制的作用。但

权力横向配置的影响未得到很好的讨论，激励机制起作用的制度情境也没有得

到系统的分析。本文对分段监管体制下问责与地方政府履职程度关系的讨论，

就是在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具体场景中，对影响激励效力的制度情境的初步探讨。

在本文的分析中，问责对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和事件管理履职程度的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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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奖励亦然。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和事件

管理履职程度的变化各自遵循奖励和问责两个不同的激励逻辑。这一发现表明

作为约束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行为的制度情境，控制权的纵向配置 （周雪光、练

宏，２０１２）及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都对激励机制是否起作用产生了影响。行政

发包的常规式治理模式为激励机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此时权力横向配置上的

分散交叠造成了问责失效。而高度关联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则让松散关联的监管

部门变成高度关联的体系，从而克服了权力分散交叠对问责效力的消解，问责

机制的作用因而凸显。通过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区分，

本研究既深化了关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讨论，也使得对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

制度情境的分析更具力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为周雪光、

练宏 （２０１２）关于治理模式影响政府行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经验证据。然而，

实践仍为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分段监管体制下食品安全日常监管问责失效，意味着食品安全管理必须强

化日常监管问责，实现 “从危机应对到风险规制”（刘亚平，２０１２）的转变。在

此基础上，我们认为现有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中，强化食品安全日常监管问责的

这一总体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方式到底是在地方层面进行机构合并还是进

一步划清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需要强调的是，如

果要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基础，监管权力的横向配置只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即便地方层面的机构合并更有利于问责的实现，我们仍然

需考虑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两种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根据曹正汉、周杰

（２０１３）的研究，由于显著的外部性①，如果遵循效率原则的话，食品安全监管

无疑应该由中央政府垂直管理。据此他们认为目前实行的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属

地管理并不符合效率原则，属于纵向的 “过度分权” （曹正汉、周杰，２０１３）。

但在现实实践中，中央政府提出的改革思路仍是监管部门由省以下垂直管理改

为分级管理②，这相当于强化了曹正汉、周杰 （２０１３）所说的 “过度分权”。虽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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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谭伟强和杨大利 （Ｔａｍ＆Ｙａｎｇ，２００５）也指出，由于大部分假冒或劣质食品是跨区
域销售的，因而对于单个地方而言，它无疑具有外部性。

参见国办发 〔２０１１〕４８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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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研究发现，“条条”和 “块块”都对官员监管履职程度产生显著影响，但

这并不能说明哪种治理模式更有效。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哪种治理模式更有利

于确保食品安全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仍有诸多

问题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来回答。本研究关注的横向权力配置只是权力配置的

一个方面，而权力配置本身也只是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一个方面。其他制度条

件及其组合对政府行为及治理效果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在这个

意义上，本研究还非常初步，本文的意义更在于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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